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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残留物分析是 1970年代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一项功能学分析技术 ,即借助自然科学的多种手段 ,对工

具表面加工对象残存物的提取和鉴定分析。本文对西方石制品残留物分析研究史做了回顾和综述 , 简要

介绍此种方法的概念 、原理及相关技术问题 , 同时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制品残留物分析的前景进行了展

望 ,希望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和应用起到铺垫和促进作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源非常丰富 , 残留

物分析在石器功能解读 、遗址环境重建 、古人类行为复原和食谱分析等方面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 成为破

解很多学术疑点和难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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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石制品在史前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复原史前人类生存状况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石

制品功能学研究业已发展成为与原料利用 、石制品制作技术 、类型组合 、人类行为阐释等领

域并行发展的研究方向。而对于远古时代的石器功能研究 ,传统的类型学与技术学手段常

常呈现出多种弊端与不足 ,缺乏直观证据说明石制品的使用方式及加工对象;民族学材料也

难以保证能够为史前人类生存状况提供可靠佐证 ,以帮助精确地阐释石制品功能 。在此种

情况下 ,石制品残留物分析(Residue Analysis)应运而生 ,从 1970年代开始在西方经历了开创

探索 、坎坷前进到现在趋于成熟的过程 ,历经近 40年的成长与发展 ,现已成为石制品功能分

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残留物(Residue)原本是犯罪学和刑侦学中的一个概念 ,在现代也广泛见于食品科学 、农

学等多个领域。我国学者在引入这个概念时使用过几种译法 ,如“残留物
[ 1 , 2]
” 、“残余物

[ 3]
” 、

“残渍物
[ 4 ,5]
” 、“遗留物

[ 6]
”等 ,字面含义大致相同 ,都是部分遗留 、剩余物质之意 ,本文选用

“残留物”这一译法。在我国 ,残留物分析在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考古上应用已经较为广

泛 ,研究对象包括陶器和磨制石器上残留的古代 DNA 、淀粉粒 、植硅体 、蛋白质 、脂类 、碳化

物等
[ 1—3 , 5]

。然而对于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标本还没有做过此方面的尝试。在地质学 、生

物学 、古环境学 、年代学等相关学科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 ,残留物分析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

加之在华夏大地发现的旧石器材料异常丰富 ,因此 ,引进相关的理念和技术 ,开展旧石器时

代考古标本残留物分析的时机已经成熟 。本文通过对西方石制品残留物分析研究史的回



顾 ,介绍此种方法的概念和原理 ,同时对在中国旧石器考古领域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发

展潜力做分析和展望 ,希望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和应用起到铺垫和促进作用。

残留物分析是对工具表面残存加工对象的提取和鉴定分析 ,即通过生物 、化学 、免疫 、微

观形态观察等多种现代手段识别出工具在使用过程中接触过的动 、植物种属 ,对其进行分析

阐释 ,从而复原当时当地动植物资源分布状况和人类的选择与方略。对旧石器时代考古而

言 ,它的作用与意义更大 。那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动物遗存相对稀少 ,植物大化石更是罕

见 ,如何从相对原始的石制品上解读和复原几万乃至几百万年的人类历史成为巨大的挑战。

残留物分析提供了审视远古人类适应生存方式和提取古生态 、古环境信息的新视角 ,结合第

四纪地质学 、古植物学 、古生态学 、同位素分析和免疫学等研究手段 ,在这些相关学科信息支

持和验证的情况下 ,这种分析可以精确 、客观地揭示石制品的功能和使用历史 ,使我们能够

对远古人类的生产生存能力和社会状态做科学的阐释 。

1　创始与起步

上世纪 60年代是西方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以 Lewis Binford为代表的新考古学派

诞生 ,新考古学认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应该有明晰的科学体系 ,建立的假说要经过严格的验

证;不应对考古学材料只进行简单的描述 ,而应将其作为理论解释的基础
[ 7]
。在这种思潮的

影响下 ,许多考古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手段崭露头角 ,残留物分析就属其中之一。

对石制品标本的残留物研究始于 1976年。Briuer对美国亚利桑那州 Chevelon峡谷的两

个岩棚遗址进行了出土物的残留物分析 。这两个遗址年代分别为 6700BC —1300AD 和

500—1200AD。研究者在对出土标本没有进行任何清洗的情况下将其送往生物学实验室和

犯罪学实验室进行检测 ,结果在残留物样品中区分出了动物和植物两种接触物质来源 ,并提

出了“如果在遗址中的非使用或非文化工具上发现同类残留物 ,那么其来源就不可能是文化

或工具使用”的观点
[ 8]
。Briuer随后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种属鉴定 ,而且分析测试过程过多

依靠生物学家和刑侦学家的帮助 ,而不是由考古学者独立完成。尽管现在看来 , Briuer的研

究非常粗糙 ,并且随后也没有对结果做进一步解释分析 ,但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工

作 ,将石制品功能学研究引入到客观性解释的范畴之内 ,为石制品分析开拓了新的方法和思

路 ,为以后的残留物分析奠定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基础。

Shafer和 Holloway 随后进行了一项与 Briuer 相似的工作 ,他们对德克萨斯州 Hinds洞穴

出土的燧石石片工具进行了研究。低倍法微痕分析显示 ,多数标本都是锋利而多用途的切

割工具。显微观察发现了石制品表面的植硅体 、淀粉粒 、植物纤维 、啮齿类(尤其是兔类)毛

发 ,以及长刺龙舌兰(Agave lechuguilla)、龙舌兰科和丝兰(Yucca sp.)植物的表皮碎屑
[ 9]
。这

项研究较之于 Briuer的开创性工作而言 ,更富有延续性和进步性 ,不仅成功地确定了残留物

的类型(植硅石 、淀粉粒 、植物纤维 、植物表皮碎屑 、啮齿类毛发),还对这些物质进行了种属

鉴定 ,同时开创了通过残留物分析解释工具捆绑行为的新思路 ,可以说从技术手段 、研究方

法和分析角度上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Broderick也在 Briuer 的启发下进行了动物类型残留

物提取和鉴定的更深探索 。他采用了上行纸色谱分析法(Ascending Paper Chromatographic)对

动物血液中的氨基酸进行了分离和识别 ,并且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方法的原理和操作过

程 ,提出了将考古样品同实验样品相比较 ,以此来判断动物种属的研究思路
[ 10]
。这无疑是

·419·　4 期 关　莹等:旧石器时代残留物分析:回顾与展望 　　 　



提出了建立标准样品数据库的要求 。

整个 1970年代 ,石制品残留物分析处于起步阶段。因为考古学和生物学 、免疫学之间

的学科差异 ,加之当时以考古学为目的的多学科研究还并不成熟 ,几乎没有考古学者能够独

立完成样品的分析测试 ,因此跨学科跨实验室的合作必不可少。另外 ,现生动植物微结构的

标准样品数据库也没有建立 ,只能有限地从植物表皮细胞 、动物毛发来进行种属推测 。对于

动物残留物 ,多数无法提取详细信息。尽管如此 ,他们开创了通过石制品的接触对象来推测

石制品功能与史前人类利用资源种类研究的先河 ,为日后石制品残留物分析的发展奠定了

稳固的基础。

2　探索与发展

1970年代末 ,Binford将中程理论引入考古学领域 ,考古学家试图用它在过去的真实历

史和今天的考古记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 11]
,其中对于考古遗物在制造和使用信息方面的探

索促成了实验考古学 、使用痕迹分析和民族考古学的兴起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和此前一些

学者在残留物分析方面的积累 ,进入1980年代以来 ,这个领域得到长足发展 ,取得许多跨越

性的成果 。其中之一就是以Anderson所作的工作为代表的模拟实验和石制品微痕与残留物

的协同分析。不仅遗址出土石制品得到了详细的观测 ,研究者还进行了现代实验 ,将得到的

结果与考古标本相对照 ,从而提高和验证了分析的精度。Anderson的研究发现 ,石镰刀在呈

现使用光泽的位置有植硅体存在 ,借以深入探讨了残留物的附着机制 ,指出了燧石工具在与

植物快速摩擦时表面会产生胶质层 ,这个胶质层能够大量捕捉到植物的微体残骸 ,如植硅

体 、淀粉粒等 ,并由此形成了微痕研究中重要的研究对象———光泽
[ 12]
。这项研究令人振奋 ,

而且Anderson的照片也很有说服力 ,但是还是不能让所有研究者信服。例如 , Romana Unger-

Hamilton观察了那些被 Anderson 鉴定为植硅体的 、由于燧石之间摩擦而产生的表面结构。

她认为这些是燧石本身的成分 ———可能是燧石内的有机质组织残留物 ,或是生物体骨骼钙

化物
[ 13]
。尽管如此 ,这项研究仍意味着残留物分析进入到对残留物形成物理机制的探讨与

模拟实验阶段 ,Broderick此前提出的理念得以实现。这些研究还将原本孤立的残留物分析

同石制品微痕分析结合起来 ,使二者相互印证和检验。

除了植物微体残留物以外 ,血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项检验指标 。最初 Broderick应用上

行纸色谱分析法对血液氨基酸进行分离 ,其意义在于将残留物分析链接到生化免疫学领域 ,

Loy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建立了初步的石制品血液残留物分析方法论 ,以蛋白质晶体形态

观测为手段 ,通过与现代生物样品的对比识别其种属。在对一些出自 6—1ka BP 遗址的石

制品的检测中 ,他成功鉴定出人类 、驯鹿(Rangifer tarandus osborni)、美洲黑尾鹿(Odocoileus

hemionus)、石绵羊(Ovis dalli stonei)、驼鹿(Alces alces)、灰熊(Ursus arctos horribilis)、雪鞋兔

(Lepus americanus)、加州海狮(Zalophus californianus)和松鼠科动物的血液残留
[ 14]
。尽管当时

Loy所检测的标本都出自全新世遗址 ,但为更古老遗址出土石制品的检测指明了道路。有

些学者认为 ,蛋白质(尤其是血红蛋白)很难在地层中以可识别的晶体形式保存上千甚至上

万年 ,以晶体形态来判断接触物质的物种 ,其结果是模糊而不可靠的
[ 15]
。针对这种质疑 ,

Loy不断完善技术 ,引入免疫学检测手段 ,将血液检测的范围推进到了整个晚更新世。在他

对伊拉克东北部约 125 —75ka BP 的 Barda Balka遗址出土石制品的检测中 ,大量样品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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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哺乳动物(可能为反刍动物)血液的阳性反应 ,一件工具上十分确凿地呈现出对人类血液

的阳性反应
[ 16]
。此后 ,研究者们对血液残留物鉴定的认识不断加深 ,研究方法也不断完善 ,

论证了血液残留物分析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 17]
,还提出了要与遗址中土壤样品分析相对照的

观点 ,以有效避免对被污染石制品的错误判断
[ 18]
。

进入 1990年代后 ,残留物分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从北美到欧洲及澳洲 ,大量的高

校 、博物馆和实验室都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一些学者开始全面发展 ,同时检测一件石制品

上的动植物类型残留物 ,更充分地利用了标本资源。Loy 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对血液分析做

出巨大贡献以外 ,他同时对淀粉粒进行了探索 ,在所罗门群岛Kilu遗址(约 28Ka BP)石制品

的研究中 ,他鉴定出了海芋(Alocasia macrorrhiza)和芋(Colocasia esculenta)类植物的淀粉粒残

留物。另外 ,由于 80年代 Loy引发的血液残留物分析热潮 ,很多学者开始侧重于动物血液

分析 ,纷纷围绕此议题发展分析技术 ,完善操作方法 ,发表数据和观点
[ 19—26]

。

在血液残留物分析的热潮中 ,植物方面的研究并没有中断。此阶段植物残留物分析的

领军人物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 Richard Fullagar ,他在 1980年代Anderson 对石制品光泽研

究的基础上 ,继续讨论植物中所含硅质对光泽的影响
[ 27]
。另外 ,基于澳大利亚保存着原始

部落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Fullagar还针对植物资源的加工进行了民族学对比研究
[ 28]
。其他许

多学者也都在为该方面研究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使石制品植物残留物分析的学科框架趋于

成熟 ,研究对象基本固定为植硅体和淀粉粒这两种植物微体化石;鉴定技术也被固定为基于

现代植物微体化石标准样品数据库的形态学识别;研究目的不仅包括探究石制品功能 、人类

对自然资源的选择 、取食倾向 ,还有对自然环境 、古动植物群的复原以及推测古人类在极端

自然条件下的应对策略。

向旧石器时代的纵深挺进是 1990年代残留物分析较为突出的成就。南非维特沃特斯

兰德大学的一些学者尝试将此种方法应用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50.2—26.9Ka BP 的 Rose

Cottage Cave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研究 ,他们在 50%石制品的表面都发现了植物性残留 ,还有

部分标本表面兼具植物和动物血液两种残留物 ,充分证明了这些石制品的多用途性和古人

类食谱的多样性
[ 29]
。残留物分析向着更深远的年代迈进 ,预示着它对解决旧石器时代工具

功能 、古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行为方式 、古生态环境复原等多方面问题具有巨大的潜力 ,

也表明石制品在合适的埋藏环境下 ,附着在其表面的残留物可以保存几十甚至上百万年 。

从产生到发展的 20多年来 ,石制品残留物分析领域既存在蓬勃发展的态势 ,也有质疑

和反对的声音 ,这些质疑与反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残留物本身 ,植硅体和淀粉粒

等植物遗存与蛋白质等血液遗存是否能在地层中良好地保存 ,各种不同物质在地层中的降

解率如何评估 , ;第二 ,鉴定与分析的技术问题 ,即通过某种手段对残留物进行鉴定分析的准

确度与可信性;第三 ,残留物来源问题 ,即真正来源于人类活动行为 ,还是受地层或后期处理

的污染。事实上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们至今仍在讨论这些问题 ,而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恰

恰良好地推动了残留物分析的发展 ,现代模拟实验的展开和标准数据库理念的实现很大程

度上应对了这些质疑与反对 ,通过最大程度地复原工具使用及埋藏状态来评估不同残留物

的保存状况;通过真实可靠的现代样品对比来判断动植物种属;使用多种检测方法针对相同

样品进行交叉检测 ,反复验证技术的可靠性 ,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涉足该领域 。研究

者们在1970年代开创者所建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不断努力 ,使得残留物分析技术迅速发

展 ,逐渐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石制品功能分析的分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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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盲测实验的发展

1990年代 ,一些学者进行了尝试性的残留物盲测实验
[ 30—32]

,尽管此阶段的盲测实验在

设计和操作等方面略显粗糙 ,但它们的意义却是举足轻重的———盲测实验的展开是对残留

物分析理论系统的必要补充 ,将其方法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将原本主观性的演绎转化为有

据可依的推理 ,使静态的识别观察过渡到了动态的系统实验 。在盲测实验的影响下 ,更多的

学者开始相信和关注石制品残留物分析 ,该技术成为探寻和复原远古人类生存状态的一把

钥匙 。进入21世纪以后 ,盲测实验更得到了快速发展 。南非维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研究者

使用实验标本进行了系统的 、包含四项内容的残留物盲测实验
[ 33]
。盲测 1和盲测 2的分析

对象为实验打制的角页岩 、玄武岩 、燧石 、玉髓石片 。标本经过清洗和漂白剂浸泡 ,在日光曝

晒后对不同种类的动物和植物进行加工 ,然后将一部分标本密封 ,另一部分标本埋入地下 ,

最后由未参加前期工作的其他研究者进行盲测 。对于被封装起来的标本 ,超过半数者被观

测到残留物 ,种类包括淀粉粒 、植物纤维 、碎屑 、树脂 、动物组织碎片 、脂肪 、毛发等 ,其中多数

标本被正确判断;对经过埋藏标本的测试准确率则大大降低 ,原因是土壤和水流对残留物造

成侵蚀 ,其中动物残留物相对于植物残留物对外界条件反应更为敏感 ,更不容易在地层中保

存。这项盲测尽管在设计和控制上都有一定的缺陷 ,包括橡胶手套的使用带来的淀粉粒污

染等
[ 34]
,但意义是明确的 ,它揭示出一些盲测实验中容易出现错误的环节;发现了动植物残

留物的许多鉴别困难和误区;强调了对标本意外污染的甄别
[ 35]
。盲测 3和盲测 4强调了岩

性对残留物分析精度的影响和盲测实验对这种分析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一系列实验使盲

测作为残留物分析的一个重要环节得到了更多关注。

除盲测实验外 ,一些学者还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项工作 ,例如从石制品上提取残留物

样品的方法
[ 36—38]

和从地层中提取淀粉粒样品的方法
[ 37]
。Odell在 2001年发表了一篇总结

性的文章 ,系统地评论了整个 1990年代残留物分析的研究进展与成果 ,指出了其存在的问

题与学术界的不同观点 ,认为在血液残留物方面存在两大关键的问题:首先 ,生化免疫学方

面得到的结论不能与古生物 、石制品微痕分析结果相吻合 ,甚至两种不同的免疫学检测方法

不能达成一致;其次 ,蛋白质的保存情况难以评估 。而在植物残留物方面 ,较之血液 ,精确度

相对提高 ,然而也存在植硅体与淀粉粒保存状况难以评估的问题 。但同时他也认为 ,该领域

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随着今后技术手段的进步与认识的深入 ,其潜力是巨大的
[ 39]
。这些

积极的评价与提出的问题为接下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使石制品残留物分析向着更加成熟

的方向迈进。

进入 21世纪后 ,随着考古学多学科研究进一步的紧密合作 ,残留物分析有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 ,更多科研机构 、高校 、实验室开始对旧石器时代残留物分析进行探索和技术开发 ,产

生了一大批新成果和阶段性进展。

西班牙的 Dominguez-Rodrigo 进行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 ,他突破了以往只针对

晚更新世或全新世石制品进行分析的局限 ,大胆尝试了对坦桑尼亚 Natron湖西部的 Peninj

遗址早更新世晚期手斧和石片进行残留物分析 ,结果显示手斧上残留的植硅体来自于金合

欢属植物(Acacia);结合标本边缘的破损痕迹 ,推断这几件手斧被用作对树木砍伐或其他重

型工作 ,同时在手斧的非功能部位发现的植物纤维很可能指示了装柄或者其他辅助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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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40]
,这为手斧的功能学阐释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和全新的思路。

除了 Dominguez-Rodrigo 对阿舍利手斧的分析以外 ,南非维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研究者

相继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 Sibudu Cave、Rose Cottage Cave等遗址的石制品进行了分析
[ 41—49]

,

并据此设计了一系列的盲测实验(见前文)
[ 32, 34 , 50]

,对分析的精度和采用的技术进行了多方

面的检验 。

Anderson于 1980年代提出的残留物与石器微痕协同分析理念在本阶段也得到了延续。

Hardy 等对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两个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进行了综合的石制品残留物与

微痕分析 。两个遗址石制品表面均发现了鸟类羽毛的残骸 ,表明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人

们对鸟类动物资源的利用和依赖远远超过以往的判断 。利用石器微痕与残留物分析两种方

法相互验证和补充 ,研究者系统地阐述了两个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功能 ,指出了不同面貌石制

品组合在功能上的一致性 ,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对遗址文化性质判断的主观性错误 ,同时也为

动物考古学及同位素分析提供了线索和佐证 ,展示了残留物分析在遗址综合研究中的强大

作用
[ 51]
。在此项研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 ,Hardy还完成了对Whitehurst Ramp 3史前遗址石制

品的微痕与残留物协同分析 ,在石制品表面条痕位置发现了哺乳动物毛发
[ 52]
。类似的研究

还包括Fullagar等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史前遗址石制品的微痕与淀粉粒分析
[ 53]
等。

针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石制品的分析也层出不穷
[ 50 , 53—55]

,主要的鉴

定对象为植硅体 、淀粉粒 、动物血液和古 DNA
[ 56—57]

。年代较晚的石制品埋藏时间相对短 ,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残留物分析的难度;此阶段遗址居民的生活方式 、生存行为与现代人更接

近 ,也更容易引用民族学材料进行对照和解释 ,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更具说服力。由于这种与

民族学材料和现代实验制品对比研究的需要 ,加之 1990年代 Fullagar 开创的民族学研究思

路 ,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对现代土著民族石制品
[ 58—60]

和人工复制实验品的分析案例
[ 45—56]

。

研究者在实验的设计 、使用的技术 、实验过程的控制和对结果的解释与对比应用等方面都有

极大的提高与创新。

其他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不再一一列举。21世纪开始的十年 ,残留物分析方面取得的成

果超过了以往的总和 ,研究者不断发掘该领域的潜力 ,用它来解决越来越多的学术问题。这

些研究 ,为石制品的功能解释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包括加工对象 、加工方式 、捆绑现象等 ,使

我们能直面史前人类的生存行为 ,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合理解释史前社会 ,同时新成果和

新进展也有力地回应了 1990年代一些持反对意见研究者的质疑 ,为新一阶段旧石器时代遗

址综合信息的提取和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

4　技术问题

残留物分析这一领域的发展需要考古学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变革 ,对今后考古材料的处

理和研究人员的知识半径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首先 ,在发掘过程中就要避免污染 ,人工制品避免清洗 ,根据情况对于有价值的样品需

要特别仔细的提取和保存 ,对石制品周围的土壤样品也进行系统采样 ,这些要求都是过去发

掘采样过程中所没有的;

其次 ,在室内整理的过程中 ,避免污染仍是关键性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 ,使用合适的技术

进行检测分析。不同的残留物研究分属不同的科技领域 ,比如植硅体与淀粉粒分析需要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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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方面知识 ,血液残留需要生物化学领域的知识和技术 ,DNA需要遗传学领域的方法等

等。因此这些领域需要特别的学科交叉 ,研究人员应不仅仅借助相关实验室的专业手段 ,而

且自身要掌握一定的交叉学科知识 ,使多种手段的运用最终能够解决考古学问题;

第三 ,残留物本身的性质方面 ,要继续深入地对不同物质的保存状况进行评估。目前学

者们已经在这个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 ,概括出了一些普遍特征 ,如植硅体在 pH 值大于 9的

情况下很容易分解破坏
[ 61]
,淀粉粒在浅层地表易受到流水侵蚀

[ 62]
等等。因此 ,不同埋藏环

境的遗址出土的石制品 ,表面残留物保存状况千差万别 ,只有依靠更多的模拟复制实验 ,对

更多考古标本进行尝试 ,才能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第四 ,必须建立现代样品数据库 。针对植物残留物研究 ,现代植物对比样品必不可少 ,

这是对植硅体及淀粉粒进行形态学鉴定的先决条件;

第五 ,残留物来源的判断 。对残留物进行成功的提取和鉴定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标 ,我

们应通过该过程解决人类行为及生存问题 ,这就要求对残留物来源作出精确判断 ,即真正源

于人类活动 ,还是受地层或后期发掘的污染。至少有四条证据可以用来验证石器上的残留

物是否因使用产生:第一 ,如果在遗址中的非使用或非文化工具上发现同类残留物 ,那么这

些残留物的来源就不可能是文化或工具使用
[ 8]
;第二 ,如果在土壤中发现与残留物相同的成

分 ,而且密度相等 ,那么土壤更像是残留物的来源 ,而非使用过程;第三 ,如果工具上的残留

物集中分布在使用部位 ,那么就增强了使用产生残留物的可能性;最后 ,如果发现与残留物

相关类型的使用痕迹 ,那么也会加强使用与残留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 32, 63]

。

值得说明的是 ,石器上残留物保存有限 ,而能成功提取信息的可能更为有限 ,这项研究

十分重要 ,但也并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钥匙。只有多角度综合分析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过

去。

5　借鉴意义与应用前景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源非常丰富 ,从早期到晚期 ,从旷野遗址到洞穴 、岩厦遗址 ,多年

以来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类型学描述和技术学分析上 ,对于许多材料和信息提取得并不彻

底。残留物分析可以极大地弥补这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其最直接的优势体现在对石制工具

的功能学研究和古环境复原上 ,而同时带来的间接作用也非常巨大。

首先 ,残留物分析可以直接揭示石制品功能 。目前我国旧石器考古学主导性的研究还

集中在形态学和技术学上 ,对于石制工具的功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推测阶段。运

用残留物分析 ,加之在我国正在兴起的石器使用痕迹分析 ,可以直接解读石制工具的加工对

象 ,这不仅为类型学和形态学研究提供很大参考 ,并且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功能学研究领域 ,

使我们对石制品功能及其组合有一目了然的认识 ,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新方法。针对复合工

具 ,通过对捆绑部位残留物的分析 ,可以推断复合工具的制作技术 、工艺和古人类认知能力

的复杂性。另外 ,残留物分析可以为微痕分析提供有力的佐证和补充 。微痕分析立足观察

工具刃口或捆绑部位因使用和磨擦而产生的破损或光泽 ,其优势在于辨认工具的使用部位

和使用方式 ,但对加工对象的判断则是粗线条的 ,有待其它手段的补充和验证。而残留物分

析正是专攻于此 ,二者相互检验 ,相互启示 ,相得益彰 ,使我们对史前石制品功能的解读更加

全面客观 ,并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复原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面貌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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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对残留物来源的鉴定可以帮助复原古人类行为 、推测遗址功能。以往对某个遗址

人群生计模式的问题 ,常常要依靠动物考古学家对伴生哺乳动物化石种属的鉴定来达到。

但动物化石在考古遗址中出现并非一定与人类的猎食行为有关 ,而且对没有动物化石出土

的遗址 ,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更加困难的。通过对工具残留物的分析可以找回部分“隐形的

材料” ,弥补因“显性”动植物化石缺失而带来的信息缺环 。当对古人类加工 、利用过的动植

物资源做出鉴定后 ,可以推测遗址功能 、复原当时的生态及自然环境状况 ,从而对人类生存

行为模式做出判断。古人类生计来源是狩猎 ?采集? 还是食腐 ?这些问题都有望因此而得

以解答。

第三 ,残留物分析可以帮助解读史前人类饮食结构 。石制工具的加工对象中 ,很大一部

分是古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提取了残留物来源信息 ,就可以了解史前人类的取食资源 ,通

过与食谱分析 、古人类体制特征研究相结合 ,探讨史前人类的取食特征与生理结构特征。

第四 ,中国现阶段对旧石器遗址古环境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址地层土壤中的孢粉 、

植硅体 、动植物化石和土壤粒度等分析上 ,这些样品与遗址文化遗存的直接关系难以确定。

而石制品表面附着的残留物质则解决了样品与文化遗物的关系问题 ,使一切检测工作在考

古学框架中进行 ,使古环境研究真正与古人类生存背景挂钩 ,让研究者真正达到解读古人类

适应环境方式的目的 。

我国新石器时代磨光石器的一些探索性研究已经为旧石器遗址石制品残留物分析做出

了良好的铺垫。一些学者曾对海岱地区史前遗址出土的石磨盘 、石磨棒等器物进行过淀粉

粒的提取及鉴定分析 ,大致确定了此类工具研磨坚果及谷物类的功能
[ 2 , 65]

。吕烈丹(2003)

对广西桂林甄皮岩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残留物分析 ,从 123个样品中成功提取出植硅

体或淀粉粒残留
[ 66]
,甄皮岩遗址也因此产生了中国第一部附带残留物分析报告的考古学专

著。这些研究成果为磨制石器残留物的分析方法树立了模版和范例 ,同时也为旧石器遗址

石制品的检测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

到目前为止 ,中国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1000余处 ,从中出土数百万计的石制品
[ 67]
。

对于尝试性的石制品残留物分析 ,应选年代较晚 、埋藏环境相对封闭稳定的遗址。所幸的

是 ,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中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占大多数 ,广泛分布于南北各地 ,

既包括旷野堆积 ,也不乏洞穴堆积 。这些遗址埋藏时间相对短 ,更容易提取其中出土石制品

表面的残留物质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水洞沟遗址就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遗址之

一 ,其中第 2地点埋藏于河湖相或河漫滩相堆积中 ,年代处于晚更新世之末 。2007年发掘

出土的第二 、三 、四 、五文化层部分石制品未经过清洗即单独封存 ,这些石制品在文化层中与

哺乳动物骨骼 、火塘遗迹 、灰烬等共生 ,是进行残留物研究的理想材料 。对这些材料的分析 ,

将为解决水洞沟遗址性质 、文化面貌 、古人类生存行为特点和其他重要问题提供有力证据和

线索 。西北地区黄河流域晚更新世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气候较为干冷 ,为草原 、荒漠草原环

境
[ 68]
,并以黄土堆积为特征 ,对内容物的风化侵蚀相对弱;目前学术界对黄土堆积的研究也

较为成熟 ,在地层学 、年代学 、沉积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可供参考的成果 ,可以极大地为残

留物分析提供支撑信息。

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地点众多 ,时间上从约 200万年延续到 1万年前。从地貌环

境来看 ,遗址主要发现于山地-平原交汇处 ,地貌类型包括河流阶地 、古湖畔和洞穴 。这些地

区具有环境和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石器类型在总体上呈现由少变多 、由粗到细的演变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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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形态演化上呈现缓慢的规范化和小型化趋势
[ 69]
。针对上述背景 ,很多石器功能学与人

类行为问题亟待解决 。这些条件与问题的存在为旧石器时代残留物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与潜力 ,相信此方面的研究不久就会发展壮大 ,攻克更多的难题 ,为中国乃至东亚人类

起源与演化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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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 Tools Residue Analysis:Review and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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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ne tools plays an substantial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ehistoric society.Nowadays , the functional research of stone tools is considered as

an indispensable field in archeology besides the materials procurement , knapping technology ,

assemblage analysis and human behaviour.Residue analysis is a technique of functional analysis

developed in the West on 1970s which for the extra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sidues on the

surface of artifacts with modern technologies.Through more than forty-year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 the residue analysi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stone tools function research which

has attracted plenty of researchers to set foot in.From Lower to Upper Paleolithic , there are abundance

of sites including cave sites and open air sites in China.Over the years , the studies were almost

focused on the typ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attributes of the stone artifacts , however , to most of the

materials , we have not extracted all the information possessed by artifacts jet.The residue analysis

could make up and improve the situation at a great extent and give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functional

studies and the pal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idue analysis research history in the West and explains some of the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at the

same time.These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Chinese paleolithic archeology at

present and certainly could have profound impacts to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Paleolithic;Artifacts;Residue analysis;Research history

·429·　4 期 关　莹等:旧石器时代残留物分析:回顾与展望 　　 　


